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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早寒武世生物大爆发通常被认为与硝酸盐浓度增加有关，然而最新研究表明该时期硝酸

盐浓度无明显变化。为查明硝酸盐对生物大爆发的影响，本文重建了这一时期古海洋环境与氮循环特征。

【方法】以扬子东南缘斜坡区钻孔岩心（ZK0202井）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主量元素、微量元素、稀土元素、

碳—氮同位素等地球化学指标进行实验分析。【结果】研究结果显示，早寒武幸运阶—第二阶中期（>526 Ma）

古海洋以深化变层的分层海洋为特征，同期固氮和反硝化作用都有发育，以固氮作用为主。第二阶晚期—

第三阶早期（ca. 526~518 Ma）古海洋以强烈缺氧硫化为特征，固氮作用是最重要的氮循环途径。第三阶中

晚期（<518 Ma）古海洋以次氧化—氧化为主，固氮作用依然发育。氧化还原状态的演化可能与海平面变化

及热液作用引起的高初级生产力有关，而持续的固氮作用显示了同期硝酸盐浓度维持在较低水平。【结论】

硝酸盐的多寡或许不是生物大爆发的主控因素，海洋氧化和丰富的食物链底层生物可能是生物大爆发的重

要诱因。上述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华南扬子东南缘早寒武世斜坡区古海洋环境与氮循环研究程度，为正

确认识该时期生物—环境协同演化机制提供了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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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埃迪卡拉纪到寒武纪是重要的地质历史时期，其间发生了构造、海洋、生物等一系列共

同变化[1-2]。其中，以早寒武世骨骼动物爆发性出现，即“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最引人关注。

目前关于这一事件的触发机制仍不明确。通常认为这一时期海洋的整体氧化为生物爆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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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必要条件[3-5]。然而大量基于铁组分、氧化还原敏感微量元素等地球化学指标的研究却显

示了华南在这一时期海洋依然以强烈的氧化还原分层为主[6-7]。基于目前对华南氮同位素统

计，Wang et al.[8]认为埃迪卡拉生物群、小壳生物群和澄江生物群的出现均对应于硝酸盐浓

度的提升阶段，而埃迪卡拉生物群及小壳生物群灭绝则与硝酸盐浓度下降有关，据此提出埃

迪卡拉—早寒武世生命演化可能受控于硝酸盐浓度的动态变化。然而 Chang et al.[9]对含有清

江生物群（大致与澄江生物群等时）地层的古环境重建结果显示这一时期古海洋依然具有很

低的硝酸盐浓度，因此质疑了硝酸盐浓度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中的作用。此外，虽然晚埃迪

卡拉纪古海洋具有较高的硝酸盐浓度，但同期也仅有埃迪卡拉生物群，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生

物爆发现象[10-11]。因此，查明早寒武世古海洋氧化还原结构及营养物水平，对深入认识早寒

武世生物大爆发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重要的生命元素，氮组分（硝酸盐/铵根）的多寡及相对比例对生命演化/演替具有

重要影响[12-13]，其循环过程又与古海洋氧化还原状态/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对重大地史时

期开展氮同位素研究能同时获悉生产力变化及古海洋氧化还原条件两方面信息。此外，由于

氮同位素可以反映化变层的相对位置[14]，若和反映底水氧化还原状态的指标（如铁组分，

微量元素等）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刻画古海洋的氧化还原结构及演化。目前对华南早寒武世

氮同位素已开展部分研究工作[9,15-18]。虽然这些研究总体显示了华南早寒武世较低的氮同位

素特征，但同时揭示了该时期氮循环的强烈时空非均质性。一方面，华南早寒武世的陆架区

和斜坡—盆地区显示了相反的氮同位素演化模式（例如，陆架区正偏，斜坡—盆地区负偏）；

另一方面，华南早寒武世氮循环具有固氮、反硝化、铵同化等多种组合模式。因此，有必要

采用多指标联合的方法对这一时期的氮循环进行进一步的约束。

本文以扬子东南缘秀山地区 ZK0202钻孔岩心为研究对象，系统采集下寒武统牛蹄塘组

及变马冲组底部的岩心样品，通过主量元素、微量元素、稀土元素、碳—氮同位素等指标分

析，重建了研究区早寒武世古海洋氧化还原环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同期氮循环模式，

以期更好地理解早寒武世生物大爆发的古海洋环境因素与形成机制。

1 地质背景

早寒武世，华南克拉通位于赤道附近（图 1a），主要由华夏板块和扬子板块组成[21]。受

新元古代构造事件的影响，华南克拉通由裂谷盆地逐渐向被动大陆边缘演化[22]。华南继承

了新元古代的古地理格局，从北西向南东方向依次发育浅水陆架台地相、台地边缘相、斜坡

—盆地相（图 1b）。台地相主要发育白云岩、灰岩[24]，台地边缘相以页岩、灰岩互层为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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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斜坡—盆地相则多发育硅质岩和页岩[26-27]。

重点解剖研究钻孔（ZK0202）位于扬子东南缘渝东南秀山地区，古地理位置属于上扬

子板块的陆架—斜坡过渡带。岩心自下而上发育埃迪卡拉纪陡山沱组、灯影组；早寒武世牛

蹄塘组、变马冲组、金顶山组、清虚洞组。其中，牛蹄塘组总体上可分为底部的硅质岩段和

中上部泥岩段（图 1c）。底部硅质岩厚 15.28 m，偶夹硅质页岩，顶部含磷结核，与下覆灯

影组平行不整合接触；中上部泥页岩段可进一步分为下部黑色页岩段（40.52 m）和上部粉

砂质泥岩段（39.58 m）。黑色页岩段底部出现含钒（V）金属矿层，其余以碳质页岩为主；

粉砂质泥岩段向上进一步出现微晶灰岩，属于变马冲组（图 1c）。

图 1 （a）寒武纪早期全球古地理图（据文献[19-20]修改）；（b）寒武纪早期扬子台地古地理图（据文献[23]

修改）；（c）ZK0202井牛蹄塘—变马冲组岩性柱

Fig.1 (a) Early Cambrian global paleogeography (modified from references [19-20]); (b) paleogeographic

map of the Yangtze Platform during the Early Cambrian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23]; (c) Lithological column of

the Niutitang and Bianmachong Formation in the ZK0202 well)

根据岩性特征和前人的研究成果[24,28]，本文将岩心分为三段。其中段Ⅰ为硅质岩段，基

于生物地层学、年代地层学和岩石地层学的证据，上扬子地区的黑色页岩首现层位（SSF3

出现）为 526 Ma[29-31]，因此本文将 ZK0202井黑色页岩底部限定为 526 Ma，则硅质岩段均

早于 526 Ma，属于寒武纪幸运阶—第二阶中期（>526 Ma）；段Ⅱ为黑色页岩段，其中 V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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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现年龄大致为 521 Ma，常被认为与 Ni-Mo矿层等时[28,8,32]，这进一步支持了黑色页岩底

部年龄的限定。另外，基于生物地层（三叶虫和澄江生物群）和岩石地层学证据，黑色页岩

向粉砂岩转变的层位被大致限定为 518 Ma[33-34]。同时，这一层位也出现了总有机碳（TOC）

含量的显著下降。因此，本文将 ZK0202 井黑色页岩向粉砂岩转变层位的年龄大致限定为

518 Ma，属于寒武纪第二阶晚期—寒武纪第三阶早期（ca. 526~518 Ma）；段Ⅲ为粉砂岩至

微晶灰岩，属于寒武纪第三阶中晚期（<518 Ma）。

2 样品与实验方法

研究样品均来自 ZK0202 井的新鲜岩心样品，共计 71 个样品，采样深度为 937.31~ 1

044.28 m。所有样品进行了有机碳同位素（δ13Corg）测试。挑选出 66 个样品进行总有机碳

（TOC）、总氮（TN）、主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含量及氮同位素（δ15N）测试。所有样品均

小心避开方解石脉，切成小块之后研磨成均匀的粉末，以备后续分析。样品的 TOC含量、

TN含量、δ13Corg测试均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

成。δ15N测试在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与生态实验室分析完成。主量及微量

元素测试在武汉上谱分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2.1 TOC含量、碳同位素

称取约 0.1 g 样品粉末置于陶瓷坩埚中，加入 1:1盐酸去除碳酸盐组分，随后用去离子

水清洗至中性，并在 60 ℃下烘干。TOC含量利用 LECO CS-344碳硫分析仪进行分析。使

用实验室内部标准 B4016（TC=2.24%）进行数据检测，分析精度优于 0.1%。根据 TOC含

量，称取适量的去碳酸盐样品，进行δ13Corg测试。测试仪器为 MAT-253同位素比质谱仪，

使用实验室内部标样 CBW04408（δ13Corg=-36.91‰）进行数据检测，分析精度优于 0.2‰。

2.2 TN含量、氮同位素

称取约 0.1 g 样品粉末放入离心管中，加入 1：1 盐酸去除碳酸盐组分。称取约 15 mg

已除去碳酸盐的样品进行 TN（TNdecarb）含量测试。测试仪器为 VARIO EL cube元素分析仪，

使用实验室内部标样 IVA3380（TC=1.86%，TN=0.122%）进行数据检测，分析精度优于 0.3%。

根据记录的处理前后样品质量差，计算原始样品中 TN含量。

根据 TNdecarb含量称取 10~15 mg 去碳酸盐样品，进行δ15N 分析。测试仪器为 Thermo

Fisher Delta V Plus气体同位素比质谱仪，使用标样 ACET（δ15N=-4.21‰）进行数据检测，

分析精度优于 0.3‰。

2.3 主量及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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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岩主量元素的分析方法为熔片法。将全岩样品放入马弗炉中煅烧去除有机质，记录烧

矢量；然后称取 0.5 g煅烧后样品以质量比 1：8与 Li2B4O7均匀混合，利用 Rigaku ZSX Primus

Ⅱ型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进行分析，各主量元素分析谱线均为 Kα，标准曲

线使用国家标准物质岩石系列：GBW07101-14、土壤系列：GSS07401-08、水系沉积物系列：

GBW07302-12建立。数据校正采用理论α系数法，测试相对标准偏差（RSD）<2%。全岩微

量元素含量利用 Agilent 7700e ICP-MS 分析完成。样品处理如下：（1）将 200 目样品置于

105 ℃烘箱中烘干 12 h；（2）准确称取粉末样品 50 mg 置于 Teflon溶样弹中；（3）先后依

次缓慢加入 1 mL高纯 HNO3和 1 mL高纯 HF；（4）将 Teflon溶样弹放入钢套，拧紧后置于

190 ℃烘箱中加热 24小时以上；（5）待溶样弹冷却，开盖后置于 140 ℃电热板上蒸干，然

后加入 1 mL HNO3并再次蒸干；（6）加入 1 mL高纯 HNO3、1 mLMQ水和 1 mL内标 In（浓

度为 1x10-6），再次将 Teflon溶样弹放入钢套，拧紧后置于 190 ℃烘箱中加热 12 h以上；（7）

将溶液转入聚乙烯瓶中，并用 2% HNO3稀释至 100 g以备 ICP-MS测试。

3 结果及计算方法

本文涉及的地球化学数据见附表 1，主要的地球化学指标见图 2。Mo 及MoEF变化趋势

（图 2a）相同，段Ⅰ分别在 3.45×10-6~36.85×10-6、17.31~133.41之间变化。最大值（264.65×10-6、

404.00）均在段Ⅱ出现，段Ⅲ稳定在较低值，分别在 0.96×10-6~13.97×10-6、0.64~9.47变化。

Th/U比值（图 2b）平均值为 1.13，段Ⅲ最高（3.32），段Ⅰ、段Ⅱ均较低（0.08~1.26）。Ce/Ce*

（图 2c）在段Ⅱ和段Ⅲ的变化稳定在 0.77~0.99范围内，段Ⅰ平均值为 0.64，并出现最小值

（0.46）。Eu/Eu*（图 2d）在段Ⅰ顶部突然增加，最大值达到 1.78，段Ⅱ、段Ⅲ的变化范围

分别为 0.86~1.61、1.04~1.45。TOC含量（图 2e）随岩性变化而变化。段Ⅰ部分较为波动，

在 0.2%~5.92%变化，平均值为 2.29%。段Ⅱ的 TOC含量最高（平均值为 6.92%，最高值为

12.48%）。段Ⅲ最低（0.14%~1.75%），平均值降至 0.54%。TN 含量的变化趋势（图 2f）与

TOC变化趋势几乎一致。段Ⅰ变化范围为 0.03%~0.11%，段Ⅱ急剧上升，最大值为 0.27%，

平均值达到 0.23%，段Ⅲ在 0.07%~0.25%之间变化。δ13Corg值（图 2g）从段Ⅰ至段Ⅲ逐渐增

加，段Ⅰ变化范围为-31.51‰~-34.75‰，段Ⅱ在-30.99‰左右变化，段Ⅲ出现最高值（-27.43‰）。

δ15N值（图 2h）在段Ⅲ最低（-2.14‰），平均值为-1.27‰，而段Ⅰ最高（1.66‰），变化范

围为-1.42‰~0.16‰，段Ⅱ相对稳定，在-0.43‰左右。

其中，上述结果所涉及的计算方法如下：Mo 元素富集因子（MoEF）计算公式为：

MoEF=[（Mo/Al）sample]/[（Mo/Al）UCC]，（Mo/Al）sample表示实测样品中的Mo 与 Al元素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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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Mo/Al）UCC表示上地壳中的Mo与 Al元素含量比[35]。根据 Shields et al.[36]，Ce异常

（Ce/Ce*）和 Eu异常（Eu/Eu*）的计算公式分别为：Ce/Ce*=3CeN/（2LaN+NdN），Eu/Eu*=EuN/

（SmN/GdN）1/2，其中 XN表示利用后太古代平均页岩（PAAS）对元素浓度进行标准化[37]。

图 2 ZK0202井牛蹄塘—变马冲组地球化学参数

红色代表段Ⅰ；蓝色代表段Ⅱ；黄色代表段Ⅲ

Fig.2 The Geochemical data from of drill core ZK0202 in the Niutitang and Bianmachong Formations

red, blule, and yellow cycles represent sections Ⅰ, Ⅱ, and Ⅲ, respectively

4 讨论

4.1 海洋氧化还原状态评价

Mo是氧化还原敏感性元素之一，被广泛用于反映古海洋氧化还原条件[38]。Mo 常以+6

价的高价态形式溶解于氧化水体之中，在还原环境下将被还原为+4 价的低价态，并保存在

沉积物当中[39-40]。当水柱中出现游离态硫化氢时，Mo 可在沉积物中显著富集[41-43]，因此

Mo含量及MoEF能够反映沉积期氧化还原环境。通常，Mo浓度超过 100×10-6时代表持续的

硫化环境，当浓度在 25~100×10-6时代表间歇性硫化或低 Mo浓度环境，当浓度小于 25×10-6

时代表非硫化环境[44]。如图 2a所示，Mo 在段Ⅰ内显示了中等的浓度和富集因子（均值分

别为 21.26×10-6和 79.89），说明了研究区底水处于缺氧且间歇性硫化状态。在段Ⅱ内，Mo

浓度和富集因子显著提升（均值分别为 100.3×10-6和 100.2），暗示了研究区底水处于强硫化

状态。段Ⅲ内 Mo 浓度和富集因子均值分别下降至 6.81×10-6和 4.45，暗示研究区底水处于

次氧化—氧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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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比也是氧化还原重建的常用指标之一[45]。Th 主要来自陆源，其化学性质较为稳定，

受氧化还原条件和成岩作用影响较小。U作为变价元素，其化学性质受氧化还原影响较大，

在缺氧条件下将出现明显富集。因此，Th/U比被认为能够较好地反映沉积期底水的氧化还

原条件。一般地，Th/U比值<2代表缺氧状态，2~7代表次氧化状态，>8代表氧化状态[46]。

如图 2b所示，Th/U在段Ⅰ内均小于 1，说明了缺氧的底水条件。Th/U在段Ⅱ内显示了最低

的值（平均为 0.32），说明了缺氧状态在段Ⅱ内进一步加剧。段Ⅲ的 Th/U 显示了最高的平

均值（约 2.63），说明了较为氧化的底水条件。

Ce 有+3 和+4 两种价态，通常以+3 价为主，不出现 Ce 的异常。当水体发生氧化时，

Ce3+会被氧化为 Ce4+，并与Mn4+发生类质同相替换而在铁锰氧化物中富集，从而造成海水

呈现显著的负 Ce 异常。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陆源碎屑输入可能对样品的 Ce 异常产生重要

影响，该指标更适合用于海水自生沉积岩（如碳酸盐岩、硅质岩、磷块岩等）。此外，利用

Ce/Ce*-Pr/Pr*相关性图解可进一步判识由 Pr异常造成的 Ce异常假象[36]。如图 3所示，本文

硅质岩部分的 Ce/Ce*和 Al具有较好的相关性，碎屑岩部分（黑色页岩和粉砂岩）和 Al显

示了较弱的相关性（图 3a）。这种现象说明硅质岩同时记录了来自海水和陆源的信息，而碎

屑岩的 Ce异常则主要受到陆源影响。因此，硅质岩更好地记录了海水的 Ce 异常信息。同

时，硅质岩的 Ce/Ce*全部位于 Ce/Ce*-Pr/Pr*图解的Ⅲb区（图 3b），说明硅质岩记录了真实

的 Ce异常[36]。因此，仅硅质岩部分的 Ce异常可用于古氧化还原重建。如图 2c所示，段Ⅰ

的显示了显著的 Ce负异常（均值为 0.64），暗示了硅质岩沉积期古海水处于次氧化状态。

图 3 PAAS标准化的 Ce异常与（a）Al、（b）Pr异常相关性图。

区域Ⅰ，无异常；区域Ⅱa，正 La 异常导致明显负 Ce异常；区域Ⅱb，负 La异常导致明显正 Ce异常；区域Ⅲa，真实正 Ce异

常；区域Ⅲb，真实负 Ce异常

Fig.3 Correlation plot of Post-Archean/Australian shale (PAAS)-normalized Ce anomalies with (a) Al and (b) Pr

anomalies

Field Ⅰ , no anomaly; Field Ⅱa, positive La anomaly causes apparent negative Ce anomaly; Field Ⅱb, negative La anomaly causes

apparent positive Ce anomaly; Field Ⅲa, real positive Ce anomaly; and Field Ⅲb, real negative Ce anom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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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和 Th/U 指标总体上揭示了研究区一致的古氧化还原演化历程，即段Ⅰ缺氧（间歇

性硫化）的底水环境向段Ⅱ持续硫化的底水环境演化，并进一步演化为次氧化—氧化的底水

环境。上述古氧化还原演化历程和前人研究结果十分类似，都揭示了早寒武世（ca. 518 Ma）

强硫化环境向氧化环境转换过程[8-9,47]，反映了相对海平面变化对早寒武世华南古海洋氧化

还原条件的整体控制[32]。与前人研究相比[8-9,32,47]，Ce/Ce*指标的使用进一步揭示出华南早寒

武世古海洋化变层相对位置的持续变化过程。结合 Ce/Ce*、Mo和 Th/U指标，可以推知早

寒武世最早期（>526 Ma）化变层处于较深位置，而后逐渐向浅水移动（ca. 526~518 Ma），

最后（<518 Ma）伴随着海退，化变层再次向深部移动，古海洋整体显示出更为氧化的状态

[24]。

4.2 氮同位素指标有效性评估

陆源物质的输入、早期成岩作用等都有可能改变沉积物中的氮含量，从而影响氮同位素

组成[48-49]。因此，在讨论海洋氮循环之前，需要确定沉积物中氮同位素信号是否能够真实地

反映原始海洋信息。

TOC和 TN相关性是判断沉积物中氮来源的有效手段[16]。如图 4a所示，段Ⅰ和段Ⅲ显

示 TOC和 TN 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说明硅质岩和粉砂质泥岩中氮主要以有机氮形态存

在。因此，有机质是沉积物内最主要的氮来源[50]。在段Ⅱ内，TOC和 TN未显示明显的线

性相关性，似乎说明沉积物中氮并非以有机氮形态存在。然而该段内 TN和 K2O也没有显

示线性相关性（图 4b），说明陆源碎屑也并非沉积物中氮的主要来源。Chang et al.[9]将在水

井沱组内观测到的上述现象解释为黏土结合氮丰度变化。因此，段Ⅱ内 TOC和 TN缺乏相

关性也可能由该原因导致。此外，这种现象也可能说明了沉积物内氮同时赋存于有机质和黏

土矿物中，因此破坏了有机质和总氮的相关性。这种猜测和 TN轴上的非零截距是一致的（图

4a）。

成岩作用是导致氮同位素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通常，成岩作用中的氮损失可能会造成

C/N比的升高，进而导致 TOC与 C/N比显示出正相关性。因此，图 4c显示研究样品皆受到

了成岩作用影响。但是，δ15N-TOC、δ15N-TN、δ15N-C/N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线性相关性（图

4d-f），这说明成岩作用并未对氮同位素产生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段Ⅱ部分的δ15N-C/N、

δ15N-TOC显示出了微弱的负相关关系。Chang et al.[9]认为该现象与有机质类型变化有关而非

成岩作用所导致。

综上所述，尽管样品中的氮在沉积和成岩过程中可能发生了损失，但并没有显著影响样

品的δ15N值。因此，ZK0202样品的δ15N保留了原始沉积信息，可用于判断早寒武世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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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氮循环过程。

图 4 ZK0202井氮同位素信号有效性评估

（a）TOC-TN；（b）K2O-TN；（c）TOC-C/N；（d）TOC-δ15N；（e）TN-δ15N；（f）C/N-δ15N

Fig.4 Evaluation of the nitrogen isotope signal in drill core ZK0202

4.3 δ15N变化的古环境意义

4.3.1 段Ⅰ（寒武纪幸运阶—第二阶中期）

如图 2h 所示，段Ⅰ的δ15N的值皆为正值（平均值为 1.01‰，最高值为 1.66‰）。这样

的氮同位素分布介于生物固氮作用（0‰）[51]和反硝化作用（5‰）[51]之间，说明了此时的

氮循环以生物固氮作用为主，同时有反硝化作用参与（图 5a）。这种推测和氧化还原指标结

果是完全一致的。由前文可知，段Ⅰ的古海洋氧化还原结构以较深化变层为特点的分层水体

为主，这种氧化还原结构一方面有利于反硝化导致硝酸盐亏损，从而增强生物固氮作用；另

一方面上部偏氧化水体也能使一部分残余硝酸盐被生物利用。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晚埃迪

卡拉纪和早寒武幸运期都有较高的氮同位素值（分别为 ca. 8.73‰[15]和 ca. 8.8‰[52]），暗示了

这些时期氮循环主要以反硝化作用为主。因此，硅质岩记录的氮同位素值说明了华南早寒武

世古海洋在 526 Ma 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缺氧水体扩张迹象。

4.3.2 段Ⅱ（寒武纪第二阶晚期—寒武纪第三阶早期）

在段Ⅱ内，δ15N整体体现为较为稳定的负值（平均值为-0.43‰）。这一结果与华南已报

道同期氮同位素基本一致（-2‰~0‰）[47]，说明固氮作用是同期华南扬子区氮循环的主要特

征。前已述及，研究区在该段出现了明显的硫化扩大。而同期台地上金属硫化物矿层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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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21,27,53]，富有机质烃源岩的广泛沉积[28,54]进一步揭示了硫化水体扩张并非局限于研究区，

而是涉及整个上扬子台地。在这种条件下，强烈的反硝化将会导致大量的溶解性氮损失，进

而形成以固氮作用为主导的氮循环模式（图 5b）。

图 5 早寒武世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示意图

（a）幸运阶—第二阶中期；（b）第二阶晚期—第三阶早期；（c）第三阶中晚期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evolution of Early Cambrian organisms and the environment

(a) Fortunian- middle Age 2; (b) late Age 2-early Age 3; and (c) middle and late Age 3

上述环境变化可能与同期热液活动密切相关，Xing et al.[55]认为这一时期广泛的磷块岩、

金属硫化物沉积都是热液活动的结果。Eu异常同样证实了研究区受到了热液作用影响[56]。

这种强烈的热液活动将释放大量的营养物，造成初级生产力提升和底部缺氧水体扩大。这种

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段Ⅱ内有机碳同位素正偏是一致的（图 2g）。虽然早寒武世逐渐正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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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同位素被归结为水柱氧化的结果[57-58]，但这与氧化还原指标所展示的扩大缺氧水体并不相

符（图 2a，b）。因此，碳同位素的变化更可能说明了藻类有机质供给的大幅增加[59-61]。在

这种条件下，强烈的氮需求也将进一步提升固氮作用，导致氮同位素值稳定在固氮作用范围

内。由此可见，段Ⅱ内地球化学指标的系统变化揭示了地球深部对表生环境的重要影响。

4.3.3 段Ⅲ（寒武纪第三阶中晚期）

段Ⅲ的氮同位素显示了进一步下降的特征（平均值为-1.27‰），暗示了氮循环依然以固

氮作用为主。这一解释似乎和整体氧化的古海洋背景不符（图 2a，b，e，g）。Wu et al.[32]

提出这一现象与上涌引起的铵同化有关。但是相比较于Wu et al.[32]的结果，研究样品的氮同

位素最低值（-2.14‰）明显偏高，并不完全支持铵同化作用。段Ⅲ内较低的氮同位素值可

解释为段Ⅱ强烈反硝化作用的结果。由于前期溶解性氮库大量损失，加之生产者对氮源的大

量需求，海洋中溶解性氮在段Ⅲ内依然没有被完全建立（图 5c）。此外，次氧化水体中可能

发生沉积物反硝化作用，造成水柱中短暂积累的硝酸盐损失，同样有利于固氮作用发生[62]。

因此，虽然铵同化作用在研究区内可能发生，但固氮作用应该是该时期内最重要的氮循环途

径。

4.4 早寒武世生物演化的启示

通常认为，寒武纪生物爆发可分为前奏—序幕—主幕三个阶段[63]。其中，前奏主要以

晚埃迪卡拉纪双胚层/类双胚层生物（即埃迪卡拉生物群）的出现为代表，序幕主要以早寒

武世（ca. 539~518 Ma）小壳/遗迹化石的出现为代表，主幕则以 ca. 518~505 Ma出现的高多

样化后生动物（如澄江生物群和清江生物群）为代表[8-9,64-67]。本文主要涉及序幕和主幕两个

阶段，且划分层段大致分别对应小壳化石出现（段Ⅰ）、灭绝（段Ⅱ）和澄江生物群出现（段

Ⅲ）。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段Ⅰ向段Ⅱ过渡时期发生了反硝化作用减少，固氮作用增强的

现象，说明伴随着缺氧程度扩大，硝酸盐逐渐消耗殆尽。这种氧化还原变化和氮循环途径的

转变在整个上扬子区都被广泛观察到[8,32,47,68]，进一步暗示了这种转变是上扬子区的普遍特

征。Wang et al.[8]基于这种变化提出硝酸盐浓度变化导致了小壳化石的出现和灭绝，这一解

释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首先，上扬子区晚埃迪卡拉纪氮同位素值为整个埃迪卡拉—寒武纪

转折期的最高值（ca. 8.73‰）[15]，说明此时硝酸盐浓度最高，然而同期仅有埃迪卡拉生物

群出现。其次，氮同位素值显示早寒武世幸运阶—第二阶中期硝酸盐浓度已逐渐下降，说明

了此时小壳化石的出现可能和硝酸盐并无直接联系。研究区段Ⅲ显示了氧化—次氧化环境，

然而逐渐降低的氮同位素值说明了此时硝酸盐浓度可能依然较低。这一时期华南最高的氮同

位素值（ca. 6.1‰）仅出现在下扬子严家剖面[8]，绝大多数上扬子区剖面氮同位素值依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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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固氮作用的特征[47,68-69]，说明了澄江生物群出现时期可能并未出现普遍的硝酸盐浓度提

升。这一推测进一步被清江生物群出现时期低的氮同位素值（ca. -3‰）所证实[9]。这些现象

或许都说明了硝酸盐浓度可能不是早寒武世生物演化的主要控制因素。由于硝酸盐浓度变化

与氧化还原条件密切相关，其变化可能只是氧化还原的结果，氧化还原条件才是控制早寒武

世生物演化的最重要因素。最后，由于目前对于硝酸盐浓度的解读主要基于氮同位素值，具

有较强的多解性，未来模型的加入可能能够更好地量化不同阶段的硝酸盐浓度，最终确定其

在早寒武世生物演化中的作用。

5 结论

（1）氧化还原环境重建结果显示，扬子东南缘斜坡区古海洋在第二阶—第三阶早期（ca.

526~518 Ma）发生了显著的硫化水体膨胀，而后逐渐向次氧化—氧化过渡（<518 Ma）。这

些变化可能分别与热液引起的高初级生产力和海退有关。

（2）氮同位素结果显示斜坡区氮循环以固氮作用为主，在整个早寒武世并未发生明显

变化，可能说明了同期斜坡区硝酸盐浓度没有明显增加。

（3）硝酸盐在生物大爆发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而海洋氧化和食物链底层生物丰

富可能是生物大爆发的重要诱因。

致谢 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感谢编辑部老师的认真负责，使得文章更

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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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Early Cambrian explosion is thought to be related to the increase of nitrate

concentration; however, a recent study suggested that no significant change occurred in the nitrate concentr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e of nitrate on the biological explosion, this study reconstru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leomarine environment and nitrogen cycle during this period. [Methods] The borehole

core (Well ZK0202) in the slope area of the southeast margin of the Yangtze was used as the anatomical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major elements, trace elements, rare earth elements, carbon-nitrogen isotopes, and other indic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Early Cambrian Fortunian-Middle Age 2 (>526 Ma) paleomarine environment was

characterized by a stratified ocean with a deepened chemocline, and both nitrogen fix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develop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ith nitrogen fixation being the dominant effect. In the Late Age 2-Early 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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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526~518 Ma), the paleomarine environment wa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anoxic-euxinic behavior, and

nitrogen fixatio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nitrogen cycle pathway. The Middle and Late Age 3 (<518 Ma)

paleomarine environment was dominated by suboxic-oxic behavior, and nitrogen fixation was still develope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dox state may be related to the high primary productivity induced by hydrothermal action, and

the persistent nitrogen fixation shows that the nitrate concentration was maintained at a low leve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Conclusions] Therefore, the abundance of nitrate may not be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 for the biological

explosion, and ocean oxidation and the abundance of organisms at the base of the food chain may be important

triggers.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further enhance the degree of research on the paleomarine environment and

nitrogen cycle in the Early Cambrian slope area of the southeast margin of the South China Yangtze, providing

new references for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environment-biological co-evolution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 Early Cambrian; redox; nitrogen cycle; biological expl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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